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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网格化管理是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中的重要治理模式，旨在通过技术嵌入实现资源整合和精细管理。但

在标准化、精准化和效率至上的技术理性支配下，政府无法有效回应群众的多元诉求，而价值理性影响

下的温度治理反过来又会弱化技术治理的就事逻辑。因此，在基层治理现代化中平衡好技术理性与价值

理性至关重要，要使得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共融共生、相互促进。可见，网格化管理在从城市向农村推

广时不能脱离其现实情境，村民自治、农村组织基础、配套制度体系等因素极大影响着农村网格化管理

的治理效能。由此，本文提出了技术赋能激活农村内生治理、党建引领提升农村自治能力和制度设计调

适双重理性三条优化路径，旨在提升农村网格化管理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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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rid-based management is an important governance model in the modernization and transforma-
tion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aiming to achieve resource integration and fine management thr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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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ical embedding. However, under the domination of the technical rationality of standardiza-
tion, precision and efficiency, the government is unable to effectively respond to the pluralistic de-
mands of the masses, while the temperature governanc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value rationality 
will, in turn, weaken the logic of technical governance. Therefore,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it is crucial to balance technical rationality and value rationality, so that technical ra-
tionality and value rationality are symbiotic and mutually reinforcing. It can be seen that grid-based 
management from the city to the rural areas can not be detached from the reality of the situation, 
villagers’ autonomy, rural organizational foundation, supporting institutional system and other fac-
tors greatly affect the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of rural grid-based management. Therefore, this pa-
per proposes three optimization paths: technology enablement to activate endogenous governance in 
rural areas, party-building leadership to enhance the capacity of rural self-governance and institu-
tional design to adapt to the dual rationality, aiming to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grid-based man-
agement in rural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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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在基层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国家既要通过技术嵌入实现“化繁为简、简而高效”的治理效能[1]，又

要回应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正义要求和人民性本质特征[2]。但是技术治理的简化思维难以应对基层社会

的复杂情境，也无法有效回应社会自主的张力冲突和标杆性要求的执行偏差[1]。换句话说，技术治理虽

然是推动国家高效治理的现代化工具，但并不必然具有现代化特征[3]。标准化的数字治理方案在城乡异

质文化的影响下推广难度较大，这就需要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充分考虑数字嵌入能否融合地方文化、

能否达成地方共识以及能否协同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等因素[2]。 
网格化管理起源于城市，是一种以数字技术为支撑的现代化管理模式，具有资源整合、权威统合与

社会聚合三重功能[4]，以科学且精准的治理手段切实提升了城市治理效能。后在国家政策的倡导下逐渐

运用到乡村治理中，成为政府嵌入乡村社会的重要载体，但相对城市而言，农村网格化管理的研究仍较

为薄弱[5]。网格化管理主要由安全、经济、社会、生态和文化五个方面构成[6]，但在从城市向农村的推

广过程中出现了主体单一、经费不足、一刀切和技术悖论等问题[7]。与城市的陌生人社会网络不同，乡

村的熟人社会中[2]出现的村庄事务的关键是其背后的人和关系，因而技术理性作用下的标准化治理与乡

村既有的内生认同之间的错位极有可能引发治理失效[8]。因此，在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中协调好技术理

性与价值理性至关重要。那么网格化管理作为国家以技术治理的方式“重返乡村”的现代化工具[9]，是

否在城市取得极大治理成效后也适合推广到农村治理中呢？ 

2. 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基层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面向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虽然通过技术治理实现现代化转型已经成为共识[3]，但随之引发的技术

崇拜、数字形式主义、数字平均主义、数字鸿沟、数字歧视等技术应用风险也不容忽视。可见，治理现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ssem.2024.133036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罗枫珍 
 

 

DOI: 10.12677/ssem.2024.133036 291 服务科学和管理 
 

代化不仅是治理工具和治理模式的现代化，也是人的现代化。政府的人民本位特质决定了其在不断通过

数字赋能提高公共服务效率的同时，也不能忽略契合民众诉求的价值治理，只有调适好技术理性与价值

理性的博弈冲突，不断通过技术工具的革新助力基层治理的价值转型[1]，才能更好推进人的现代化，进

而长效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治理效能。基层社会是多元价值融合共生的复合场域[2]，其中技术理性与

价值理性起着不同的治理作用。技术理性指向事务的“实然”层面，强调在不掺杂价值判断的基础上通

过精确计算、工具选择、程序规制等，以最佳方法和最优路径实现预期目标；价值理性则指向事务的“应

然”层面，是社会主体在价值认知基础上形成的自觉意识，往往以公平正义、社会福祉和公共道德为价

值指引，为政府治理赋予了温度[10]。这两种理性标准都指引着国家治理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并相互渗

透、互为补充，可若长期倒置和错位，则容易导致治理失效。行政力量为主导的技术治理与社会力量为

主导的自主治理之间的博弈[11]是国家治理无法回避的命题。为实现统一和谐的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既

要坚持技术赋能人本治理，通过不断对技术理性的超越实现“温度治理”，也要推动技术升级与标准规

范双向赋能，不断减少数字风险以真正做到数字惠民[12]。 

3. 双重理性调适：农村网格化管理的实践困境 

3.1. 技术嵌入削弱村民自治 

首先，“网格单元–网格员–网格长”的技术治理结构冲击了既有“村民群众–小组长–村干部”

的自治体系，不仅会破坏内生治理秩序，也会弱化村级自治的社会基础[13]。其次，网格技术打破了“乡

政村治”的责任边界，进一步强化了政府对村级组织的行政动员和监督问责，行政化色彩愈加浓厚[8]。
最后，网格化管理弱化了村务治理的弹性空间。数字治理秉承“理性行政”与“技术化简”的行动逻辑，

政府行为不仅严格限定在既有程序、规则和可追溯的平台之内，又力图将各种事项都转化为具体的量化

指标[12]。但农村事务的不规则性、整体性和综合性[14]使得其在精细治理中难度较大，在数据留痕时也

会加重基层干部的工作负担。传统的情感治理也在技术理性的支配下逐渐淡化，这不仅会割裂干群关系，

也容易削弱村民自治的内生认同。 

3.2. 农村组织基础薄弱 

网格化管理体系主要由网格单元划分、网格管理队伍建设和网络信息系统建设三个部分组成[8]。首

先，农村民居较为分散，网格单元的划分存在地域特殊性，而且在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下农村居民趋向

异质化和流动化，农村的管理难度不断上升[6]。“团结型村庄”、“分裂型村庄”和“分散型村庄”[15]
等不同的村庄类型决定了网格化管理模式不能“一刀切”，如果村庄事情复杂，村民自治能力不强，就

应该加强网格化管理，反之，则应该削弱网格化力量，尽量依靠村民自治进行自我管理，避免乡村治理

的网格依赖[16]。其次，农村网格治理中存在网格队伍松散、缺乏专职网格员、网格员权力受限和村民参

与程度较低的问题[6]。最后，农村地区信息化程度较低，缺乏支持网格化管理的基础设施和专业人才，

甚至难以支撑常态化网格管理的运行成本。 

3.3. 农村网格化管理的配套制度体系不健全 

网格化管理模式以行政力量为主导，需要大量的人、财、物投入[16]。与此同时，技术嵌入往往会放

大既有制度“结构固化”、“规则硬化”和“内容僵化”的问题，进而引发“灵活性缺失风险”、“完

全信息风险”和“同质化风险”[17]，因此在网格化管理下沉农村时与之配套的制度体系的完善不容忽

视。一是数字应用的准入制度不健全。不少地方无视当地数字资源条件和民众数字素养盲目推进数字化

管理，不仅会导致数字资源浪费也会滋生各种数字形式主义乱象[18]。二是数字技术的责任追究制度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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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数字治理与基层情境的不适配容易导致虚假上报、走过场等执行偏差，网格管理的精准定责虽然

明确了不同主体的责任，但是一刀切式的问责又会导致基层干部“不作为不担当”的策略选择。基层治

理的模糊化倾向是实现“温度治理”的重要面向，但可持续性不高，数字归责制度的完善将推动基层治

理向制度化和法制化方向发展，并通过线上线下的互动制约形成长效治理机制[19]。三是绩效激励制度不

完善。农村网格员的福利待遇相较城市偏低，而且绩效考核中以惩罚为主的负向激励容易导致网格员应

付式处理工作，反而不利于培养网格员的自主自觉[6]。 

4. 技术与价值互嵌：农村网格化管理的路径优化 

4.1. 以技术赋能激活农村内生治理 

在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基层治理主体能力的激活及提升至关重要，这也是基层治理价值转型的内

生动力[1]。网格化管理在下沉至农村时要充分嵌入乡村自治体系，充分利用数字技术为乡村自治增权赋

能[13]，使得乡村治理更加可视化、智能化和生活化[20]。但农民的性格特征和文化素养制约了网格化管

理模式的顺利推行，个人隐私风险也弱化了现代化治理中的人文关怀[7]。基层治理现代化不仅是治理模

式的现代化，也是参与主体的现代化。在数字技术嵌入农村治理时不能忽略其“乡土性”，而是要不断

通过技术赋能激活农村的内生治理。一要加大对现代农民的数字素养教育，不断提升农村内生主体的现

代化素养和可行能力。二要对数字产品进行适老化改造，不断缩小因知识素养、年龄差距等因素造成的

“数字鸿沟”[18]。三要利用好数字平台激活农村内生资源。“村情通”APP 实时公开村务动态，“村

务监督微信群”和“乡村志愿服务钉钉群”等群聊也大大提升了农村的自治效率和自治水平。四要推动

网格队伍专职化建设[21]，避免技术治理削弱乡村自治。村干部兼任网格员会挤占村级自治的主体资源

[13]，而通过推动网格队伍专职化，不仅能提升网格队伍的专业素养和村级治理的行政能力，也能维护好

乡村自治的社会基础。 

4.2. 以党建引领提升农村自治能力 

一要积极推进“互联网 + 党建”，以技术赋能增进党组织之间的信息互通、资源共享、组织联结和

治理联动。不断以党建事务公开化、平台化和数字化，推动党建网格与治理网格的有机结合[22]。二要以

党建引领大力推进“三治融合”建设。基层社会现代化转型带来了更多元的价值冲突和利益纷争[23]，重

构其现代价值秩序不仅要积极利用伦理道德和内生权威等要素，还要顺应现代社会的法治和智治取向[1]，
积极在农村开展常态化主题教育和宣讲活动[24]。“枫桥经验”、“桐乡经验”都是党建引领下的成功实

践，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过程中要包容并借鉴不同的地方治理经验，从而构建更具中国特色的基层治理

模式[23]。三要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组织开展党员联系群众、党员带头、包片到户等行动[23]，
以党员示范、积分激励等措施鼓励村民参与，并通过村务公开、民主协商等途径培育公共精神，逐步提

升农村的自治能力[1]。 

4.3. 以制度设计调适双重理性 

好的制度是网格化管理顺利推行的保障。政策制定不仅要契合基层的治理理念和治理传统[1]，也要

在提供配套政策支持时兼顾不同的地区文化和治理情境，因地制宜地选择不同的治理侧重和治理强度，

从而形成最适宜的主体组合、资源组合与工具组合[2]。首先，政府要着力健全数字制度规范体系，填补

数字风险引发的制度漏洞。一方面，要提高数字技术准入标准，警惕数字化建设的盲目推广；另一方面，

要强化数字责任追究制度，使得基层治理从“模糊治理”逐步转向“清单治理”[19]。其次，政策制定不

能“一刀切”，既要科学统一，也要兼顾地方特色。在不同农村地区推行网格化管理也需要在政策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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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工具和政府考核标准等方面做出相应调整，从而使技术治理有效嵌入农村场域[21]。三要完善网格队

伍的绩效考核制度。政府要逐步提高农村网格员的工资待遇，并为农村地区的网格化基础建设提供一定

的资金支持[6]。同时，明确农村网格化管理的服务边界，通过技术赋能量化职责体系，以正向激励调动

工作积极性，以群众满意度考评减少形式主义乱象。 

5. 结论 

网格化管理是国家实现精细治理的现代手段，彰显着技术理性[9]，但基层社会的流动性、复杂性和

异质性日益增强，人民群众不断提高的公民意识也要求政府提供更加高效合意的回应治理[1]。技术理性

影响路径，价值理念左右方向，价值理性在技术理性的支持下能够获得最优的结果，在技术理性中融入

价值理性则会有更长效的认同[10]。但在网格化管理模式中，网格泛化、治理成本高和重管控轻服务等问

题不容忽视[5]，而且农村中的村民自治能力、组织基础、配套制度体系等现有条件参差不齐，所以一刀

切地推广现代治理模式很难达到基层善治的目的[4]。因此，在基层治理现代化中不能忽视农村治理的现

代化，更不能无视农村和城市的差异情境而同化治理。要将技术至上、以事为本的惯性思维转向需求优

先、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把人民本位作为技术赋能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进而不断赢得民众对技术治理

的认可和接纳[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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